
２０２６ 年第 ２ 期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总第 ２５８ 期
􀪉􀪉􀪉􀪉􀪉􀪉􀪉􀪉􀪉􀪉􀪉􀪉􀪉􀪉􀪉􀪉􀪉􀪉􀪉􀪉􀪉􀪉􀪉􀪉􀪉􀪉􀪉􀪉􀪉􀪉􀪉􀪉􀪉􀪉􀪉􀪉􀪉􀪉􀪉􀪉

ＤＯＩ: １０.１９３６１ / ｊ.ｅｒ.２０２６.０２.１０

促进还是抑制:交易成本理论

视角下智能制造与企业专业化分工

牛子恒∗

　 　 摘要: 由智能制造所引发的制造业生产方式变革会重塑企业边界ꎮ 本文基于

交易成本理论构建理论模型ꎬ阐明了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的两面性及

其内在机制ꎬ并进一步采用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ꎮ 结果显示ꎬ智能

制造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以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ꎮ 同时ꎬ智能制造对

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果在位于高竞争行业、低运输成本城市以及东部地区的

企业中更显著ꎮ 此外ꎬ智能制造还能够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以提高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ꎮ 本文研究提供了智能制造推进制造业分工深化的经验证据ꎬ这对

于保障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ꎬ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ꎮ
关键词: 智能制造ꎻ专业化分工ꎻ交易成本理论ꎻ外部交易成本ꎻ内部控制成本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３.７

一、引言

早在 １８ 世纪ꎬ经济学家就注意到了分工的重要性ꎬ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分工提升

了劳动者技能及工作熟练度ꎬ这对一国财富积累至关重要ꎮ 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进一步推动了分工

理论的发展并采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企业分工问题ꎬ指出当企业生产依赖于多个中间生

产环节时ꎬ企业面临是进行专业化分工还是纵向一体化的选择ꎬ企业的分工选择边界由外部

交易成本与内部控制成本的权衡所决定ꎮ 这种权衡过程可解释为:当企业外部交易成本较

低时ꎬ企业倾向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资源配置ꎬ进而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ꎻ相反ꎬ当企业内部

控制成本较低时ꎬ企业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内部化ꎬ进而促进企业纵向一体化ꎬ产生阻碍企业

专业化分工的负效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１９７９)ꎮ 这一观点一经出现就成为学术界关于企业分工问

题所普遍接受的主流解释ꎮ
近年来ꎬ在各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深的背景下ꎬ制造业国际竞争格局已由产品竞争演

化为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ꎬ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性愈发明显ꎮ
既有文献普遍认为ꎬ企业专业化分工强化了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协作关系ꎬ是保障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力量(张博雅等ꎬ２０２２)ꎬ因而ꎬ在制造业新竞争格局下ꎬ企业专

业化分工的驱动因素需要被进一步挖掘ꎮ 当前ꎬ智能制造已成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标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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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恒、邹宗森ꎬ２０２４)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

的通知»ꎬ我国致力于推动传统制造业逐步向智能制造转型ꎮ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指出ꎬ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ꎬ贯穿于设

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ꎬ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

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ꎮ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提出ꎬ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

的主攻方向ꎮ① 那么ꎬ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加速推进的现实背景下ꎬ智能制造能否成为促进

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机遇ꎬ该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ꎮ
从相关文献来看ꎬ现有研究对企业分工问题的考察主要是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展开ꎮ 基

于交易成本理论ꎬ一支文献发现价格不确定性(Ｆａｎꎬ２０００)等引致的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上升

是降低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因素ꎻ另一支文献则发现物流标准化(张博雅等ꎬ２０２２)、区域

一体化(李超等ꎬ２０２１ꎻ郝闻汉等ꎬ２０２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李施宇ꎬ２０２４ꎻ郑志强、何佳俐ꎬ
２０２４)、政府诚信履约(王鹏程、陈胜蓝ꎬ２０２５)等引致的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下降是提升企业专

业化分工水平的因素ꎮ 除此之外ꎬ与本文研究联系相对密切的一支文献重点强调了数字信

息技术在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并验证了其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积极影响ꎮ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等(１９９４)基于美国企业层面数据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信息技术投资缩小了企业

规模ꎬ由此间接证实企业数字信息技术投资促使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ꎬ进而促进了企

业专业化分工ꎮ Ａｂｒａｍｏｖｓｋｙ 和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２００６)、Ｆｏｒｔ(２０１７)以及施炳展和李建桐(２０２０)的研

究结果也证实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ꎮ 然而ꎬ与之不同的是ꎬ智能制造作

为一种融合数字信息技术应用的新型制造业生产方式ꎬ其对传统制造业的转型改造体现在

企业采购、加工、组装、管理、服务等多个环节ꎬ其不仅能够实现数据信息在供应链内的共享ꎬ
起到降低企业信息搜寻成本、合同成本以及外部监督成本等外部交易成本的作用ꎻ还能够实

现组装工序或原材料到产成品的一体化协同ꎬ起到降低企业生产协调成本、资源管理成本以

及内部监督成本等内部控制成本的作用ꎮ 因此ꎬ智能制造能否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是一个

有待实证检验的问题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ꎬ从理论层面

解释了智能制造与企业专业化分工之间的关系ꎮ 在此基础上ꎬ采用沪深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

司数据ꎬ通过引入“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的准自然实验ꎬ实证检验了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

化分工的影响ꎮ 相较于以往文献ꎬ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首先ꎬ本文关注了智能制造这

种新型制造业生产方式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ꎬ丰富了企业分工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ꎮ
其次ꎬ本文将智能制造、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控制成本、企业专业化分工纳入统一分析

框架ꎬ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的两面性ꎬ深化了对智能制造与

企业专业化分工之间关系的理解ꎮ 最后ꎬ本文通过探究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ꎬ
明确了智能制造在保障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中的重要作用ꎬ为保障制造业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有效路径ꎮ

二、理论模型

传统交易成本理论认为ꎬ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控制成本之间的权衡是导致企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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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发生变化的关键因素(Ｃｏａｓｅꎬ１９３７)ꎮ 由于智能制造不仅能够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ꎬ还
能降低企业内部控制成本ꎬ因此ꎬ需要分情况讨论智能制造与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关系ꎮ 本文

尝试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ꎬ将智能制造、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控制成本以及企业分

工纳入统一框架ꎬ从理论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ꎮ
(一)最终产品厂商

本文考虑一个代表性最终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决策问题ꎬ假定该企业只生产一种最

终产品ꎬ且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和中间品投入量分别为 ｌ 和 Ｑꎬ那么ꎬ最终产品企业的生产函

数可以表示为:
Ｙ( ｌꎬＱ) ＝ ｌα Ｑ１－α (１)

(１)式中:α 表示劳动产出份额(０<α<１)ꎮ 假定最终产品企业生产所需的中间品在区间 ｉ∈
[０ꎬ１]上连续分布ꎬ其中 ｉ 为中间品类型索引ꎬ其中间品投入仅来自于自制和外购两种方式ꎬ
且企业生产最终产品所需要的中间品投入量 Ｑ 是关于自制中间品投入量 ｑｐｒｏ

ｉ 与外购中间品

投入量 ｑｐｕｒ
ｉ 的组合ꎮ 进一步ꎬ将 ｑｐｒｏ

ｉ 和 ｑｐｕｒ
ｉ 分别定义在 ｉ∈[０ꎬｔ]和ｉ∈( ｔꎬ１]的范围内ꎬｔ 表示

企业自制中间品的比例ꎮ 那么ꎬ中间品投入量 Ｑ 可表示为常数替代弹性函数的形式:

Ｑ ＝ ∫ｔ
０
(ｑｐｒｏ

ｉ )
σ－１
σ ｄｉ ＋ ∫１

ｔ
(ｑｐｕｒ

ｉ )
σ－１
σ ｄｉ[ ]

σ
σ－１ (２)

不难理解ꎬ如果最终产品企业自制中间品比例 ｔ 越大ꎬ那么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越低ꎬ
纵向一体化水平越高ꎮ 在(２)式中ꎬσ 为中间品投入的替代弹性ꎬ且 σ>１ꎮ 进一步ꎬ依据交易

成本理论ꎬ企业外购中间品的成本构成包括中间品价格 ｐ 和外部交易成本 ｋ 两个部分(李嘉

楠等ꎬ２０１９)ꎬ则企业外购中间品的总成本可表示为 ｃ１ ＝ ｐ＋ｋ(τ)ꎬ其中ꎬ外部交易成本 ｋ 是关

于智能制造水平 τ 的函数ꎬ且存在∂ｋ(τ) / ∂τ<０ꎬ这意味着智能制造能够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

本ꎮ 智能制造企业可以通过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供应链管理系统等数字信息技术实现对中

间品的数字化采购ꎮ 首先ꎬ智能制造企业可以对供应商大数据进行分析ꎬ实现自动寻源、锁
定合适供应商ꎬ同时根据先期对供应商的资质(例如ꎬ供应商的信誉、规模及产能等)分类评

估信息ꎬ分配订单和交付计划给供应商ꎬ从而达到准确定位交易对象的作用ꎬ这有效降低了

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ꎮ 其次ꎬ在锁定交易对象后ꎬ智能制造企业可以依托供应链管理系统ꎬ
将交付时间、工艺标准、产量规模等订单信息在数字化采购过程中以电子表单的形式发送给

被锁定供应商ꎬ由此省去了供应商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和谈判时间ꎬ降低了企业合同成本ꎮ 最

后ꎬ在订单进入生产阶段后ꎬ智能制造企业可以通过物联网、供应链管理系统ꎬ实现与供应商

之间的信息互通ꎬ对供应商的生产情况进行实时追踪ꎬ及时了解供应商的生产进度及生产质

量ꎬ从而降低企业的外部监督成本ꎮ 同时ꎬ本文与袁淳等(２０２１)的做法一致ꎬ假定最终产品

企业自制中间品的成本为 ｃ２ ＝ηｉ(η>０ꎬｉ∈[０ꎬｔ])ꎬ其中ꎬη 为企业自制中间品的边际成本系

数ꎬ即自制中间品成本随自制中间品比例的增加而提高ꎮ 那么ꎬ考虑一个最终产品企业选择

中间品和劳动投入ꎬ使其利润最大化的问题:

ｍａｘ πｙ ＝ ｐｙＹ － ∫ｔ
０
ηｉ ｑｐｒｏ

ｉ ｄｉ － ∫１
ｔ
(ｐ ＋ ｋ(τ))ｑｐｕｒ

ｉ ｄｉ － ｗｌ － Ｃ( ｔꎬτ) (３)

(３)式中:ｐｙ和 ｗ 分别表示给定的最终产品价格和劳动工资ꎬＣ( ｔꎬτ)为最终产品企业的内部

控制成本ꎬ其大小与最终产品企业自制中间品比例 ｔ 及企业智能制造水平 τ 有关ꎬ且存在

∂Ｃ( ｔꎬτ) / ∂ｔ>０ꎬ∂Ｃ( ｔꎬτ) / ∂τ<０ꎮ 容易理解ꎬ随着最终产品企业自制中间品比例的提高ꎬ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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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企业需要管理的内部生产环节就越多且复杂ꎬ那么ꎬ最终产品企业面临的内部控制成本

也越高ꎬ而智能制造却在降低企业内部控制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智能制造企业可以

通过包含工业机器人、数控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多种智能设备在内的智能流水线ꎬ将企业

多个中间生产环节通过数据信息链进行有效衔接ꎬ形成对产品组装或原料到成品的一体化

协同控制ꎬ这简化了不同制造环节之间的互动程序ꎬ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协调成本ꎮ 同

时ꎬ智能制造企业应用智能化流水线ꎬ还能对生产所需的物料投入按照生产要求进行标准化

制定ꎬ实现生产环节的物料平衡ꎬ这提高了企业不同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效率ꎬ减少资源冗

余ꎬ降低企业的资源管理成本ꎮ 此外ꎬ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繁杂的体力劳动ꎬ智能制造企业依

托智能流水线ꎬ实现产品加工、运输、组装等多个生产环节的信息透明化并简化劳动程序ꎬ从
而减少企业员工的投机机会ꎬ进而降低企业的内部监督成本ꎮ 基于(３)式分别对外购中间品

投入量 ｐｐｕｒ
ｉ 、自制中间品投入量 ｑｐｒｏ

ｉ 以及劳动投入量 ｌ 求解一阶条件ꎬ可整理得到:

ｑｐｒｏ
ｉ ＝ ｐ ＋ ｋ(τ)

ηｉ
æ

è
ç

ö

ø
÷

σ

ｑｐｕｒ
ｉ (４)

ｌ ＝ ｗ
α ｐｙ

æ

è
ç

ö

ø
÷

１
α－１

Ｑ (５)

(二)中间产品厂商

对于中间产品企业而言ꎬ假定中间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ꎬ企业生产中间品只能作为

最终产品的投入品ꎬ且中间产品企业按照最终产品企业的需求进行生产ꎮ 进一步ꎬ本文与李

嘉楠等(２０１９)的做法一致ꎬ假定企业生产单位中间品的成本为劳动工资 ｗ(ｐ>ｗ)ꎬ且面临市

场交易成本 ｇꎬ那么ꎬ当中间产品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时存在:
ｍａｘ πｍ ＝ ｐｑｐｕｒ

ｉ － ｗｑｐｕｒ
ｉ － ｇ ＝ ０ (６)

对(６)式进行整理并结合(４)式ꎬ可得到:

ｑｐｕｒ
ｉ ＝ ｇ

ｐ － ｗ
　 　 　 　 (７)

ｑｐｒｏ
ｉ ＝ ｐ ＋ ｋ(τ)

ηｉ
æ

è
ç

ö

ø
÷

σ ｇ
ｐ － ｗ

(８)

(三)比较静态分析

将(７)式和(８)式代入(３)式ꎬ可整理得到:

ｍａｘ πｙ ＝ ｐｙＹ－ ∫ｔ
０

ｇ
ｐ－ｗ

(ｐ＋ｋ(τ)) σ(ηｉ) １－σｄｉ－ ∫１
ｔ

ｇ
ｐ－ｗ

(ｐ＋ｋ(τ))ｄｉ－ｗｌ－Ｃ( ｔꎬτ) (９)

进一步ꎬ考虑一个最终产品企业选择自制中间品比例 ｔꎬ使其利润最大化的问题ꎬ结合

(１)式、(２)式以及(５)式ꎬ可解得(９)式的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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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î í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增加自制中间品的边际收益

＝ ∂Ｃ( ｔꎬτ)
∂ｔ}

增加自制中间品的
边际内部控制成本

(１０)

由(１０)式可知ꎬ等式左侧可视为是增加自制中间品的边际收益ꎬ而等式右侧则可视为是

增加自制中间品的边际内部控制成本ꎮ 进一步ꎬ本文在(１０)式的基础上ꎬ分情况讨论智能制

造、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控制成本以及企业专业化分工之间的关系ꎮ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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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第一种情况:若最终产品企业外部交易成本随着智能制造水平的提高而降低ꎬ但内

部控制成本对智能制造水平变化不敏感ꎬ即存在∂２Ｃ( ｔꎬτ) / ∂ｔ∂τ＝ ０ꎬ由此ꎬ可得到:
∂Ｃ( ｔꎬτ)

∂ｔ
＝ ∫τ

０

∂２Ｃ( ｔꎬτ)
∂ｔ∂τ

ｄτ ＝ ０ (１１)

将(１１)式代入(１０)式中ꎬ可得到如下关系:
ｐ ＋ ｋ(τ) ＝ ηｔ (１２)

在(１２)式中ꎬ由于∂ｋ(τ) / ∂τ<０ꎬ那么ꎬ随着 τ 的增加ꎬ最终产品企业自制中间品的比例 ｔ
应该下降ꎬ换言之ꎬ最终产品企业外购中间品的比例 １－ｔ 应该上升ꎬ即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提升ꎬ而纵向一体化水平下降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１:若智能制造主要降低了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ꎬ则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

考虑第二种情况:若最终产品企业内部控制成本随着智能制造水平的提高而降低ꎬ但外部

交易成本对智能制造水平的变化不敏感ꎬ即存在 ｋ(τ)＝ ｋꎬ将其代入(１０)式中ꎬ可将其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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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在(１３)式中ꎬ由于∂２Ｃ( ｔꎬτ) / ∂ｔ∂τ<０ꎬ那么ꎬ随着 τ 的增加ꎬ(１３)式右侧应该不断减小ꎬ即
随着企业智能制造水平的提高ꎬ其自制中间品的边际内部控制成本在不断下降ꎮ 此时ꎬ由于

(１３)式左侧代表最终产品企业增加自制中间品的边际收益ꎬ且对(１３)式左侧同样对 τ 求偏

导ꎬ其偏导数为 ０ꎬ表明随着 τ 的增加ꎬ最终产品企业增加自制中间品的边际收益保持不变ꎮ
那么ꎬ对于理性企业而言ꎬ将选择自制更多的中间品ꎬ使得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ꎬ即企业

纵向一体化水平提升ꎬ而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下降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２:若智能制造主要降低了企业的内部控制成本ꎬ则抑制企业专业化分工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沪深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数据集ꎬ并剔除制造

业企业中的“ＳＴ 类”样本、终止上市以及存在明显异常值的样本ꎮ 同时ꎬ选择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

作为样本年份期间是因为遴选智能制造试点企业的开始年份为 ２０１５ 年ꎬ而往往试点冲击的

影响都存在一定滞后性ꎬ选取该年份期间可以保证在试点前后至少有 ５ 年的窗口期ꎮ 相关

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ＣＳＭＡＲ)数据库ꎮ
(二)变量选取与赋值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 Ａｄｅｌｍａｎ(１９５５)提出的价值增值法对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进行测算ꎬ其核心

思想是计算企业增加值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Ｖａｓ)ꎬ该比值越高ꎬ意味着企业一体化

程度更高ꎬ该比值的计算公式为:

Ｖａｓ ＝ 增加值 － 税后净利润 ＋ 正常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 － 税后净利润 ＋ 正常利润

(１４)

由(１４)式可知ꎬ计算该比值需要用到企业增加值和企业正常利润两个指标ꎬ但上市公司

年报并未对相关数据进行披露ꎬ因此ꎬ需要对企业增加值和企业正常利润进行近似估算(范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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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英、彭飞ꎬ２０１７)ꎮ 在企业增加值的估算方面ꎬ本文采用企业销售额减去采购额进行替代

(郝闻汉等ꎬ２０２１ꎻ袁淳等ꎬ２０２３)ꎬ其中ꎬ企业采购额计算公式如下:

采购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期初预付账款－期末预付账款

＋期末应付账款－期初应付账款＋期末应付票据－期初应付票据
æ

è
ç

ö

ø
÷

(１＋采购商品的增值税率)
＋期初存货－期末存货

(１５)
在企业正常利润的估算方面ꎬ本文采用企业净资产与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乘积进行替

代ꎬ其中ꎬ企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采用企业所在行业内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进行近似替代

(曾艺等ꎬ２０２４)ꎮ 范子英和彭飞(２０１７)指出ꎬ行业净资产收益率能够反映企业如果把资源

放于相同风险的业务所能得到的正常回报ꎬ因而ꎬ使用该乘积近似代表企业的正常利润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ꎮ 进一步ꎬ(１４)式可改写为:

Ｖａｓ ＝ 增加值 － 税后净利润 ＋ 净资产 ×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主营业务收入 － 税后净利润 ＋ 净资产 ×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

由于企业专业化分工与纵向一体化是一组相反概念ꎬ那么ꎬ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Ｖｓｉ)
可表示为:Ｖｓｉ＝ １－Ｖａｓ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是否为智能制造试点企业( Ｉｍｔ)ꎬ在赋值方面ꎬ将企业成为

试点企业的当年及之后取值为 １ꎻ否则ꎬ取值为 ０ꎮ 在本文样本期内ꎬ共有 １４０ 家上市公司入

选智能制造试点企业ꎬ从第一批至第六批的入选数量依次为 １５ 家、２５ 家、３５ 家、２７ 家、１９
家、１９ 家ꎮ 从分布情况来看ꎬ在上市公司划分的 ３１ 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ꎬ存在试点企业入选

的行业共 ２３ 个ꎬ这说明政府选择试点企业的行业分布较为广泛ꎬ并非集中于少数几个行业ꎻ
从入选数量来看ꎬ专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５)、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Ｃ３８)以及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Ｃ３９)等高端制造业大类行业的入选数量相对较多ꎬ这表明政府选择

试点企业更倾向于基础较好且需求迫切的行业ꎮ①

３.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施炳展和李建桐(２０２０)、袁淳等(２０２１)ꎬ选取企业规模、上市年龄、资本密集

度、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托宾 Ｑ 值、股权集中度作为控制变量ꎬ分别采用企业营业收入

对数值、企业上市年限对数值、企业净资产与员工数量比值的对数值、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

比值、企业总利润与总资产比值、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对数值以及企业市值与总资产

比值进行衡量ꎮ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ꎮ 由表中的统计数据可知ꎬ试点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

均值要显著高于非试点企业ꎬ这与本文预期一致ꎬ即入选智能制造试点企业可能有助于提高

其专业化分工水平ꎮ 从控制变量的统计数据可知ꎬ相较于非试点企业而言ꎬ试点企业的规模

更大ꎬ且上市时间更早ꎬ但在资本密集度、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股权集中度以及托宾 Ｑ
值上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ꎬ这说明政府对试点企业的选择更偏好于规模大、上市早的企业ꎬ
但对企业财务情况的关注较少ꎮ 整体而言ꎬ政府选择试点企业表现出不完全随机性ꎮ

６５１
①智能制造试点企业的行业分布和入选数量情况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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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非试点企业 试点企业

Ｎ＝ １０１４１ Ｎ＝ １３３７
差异

专业化分工 ０.７０４３ ０.６９６６ ０.７６３０ －０.０６６４∗∗∗

(０.２１７４) (０.１９７９) (－１０.６１３４)

企业规模 ２１.５５８７ ２１.３９９９ ２２.７６２８ －１.３６２９∗∗∗

(１.５４４０) (１.２３８１) (－３６.６６５２)

上市年龄 ２.１４５７ ２.１１３５ ２.３８９６ －０.２７６１∗∗∗

(０.８１１３) (０.７２８６) (－１１.８２７２)

资本密集度 １３.７４００ １３.７４１５ １３.７２８２ ０.０１３３
(０.７４６１) (０.７１４８) (０.６１６９)

资产负债率 ０.４４１９ ０.４４１９ ０.４４１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８０３) (０.１７７１) (０.０１０５)

资产收益率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６０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４７６) (－０.８５６１)

托宾 Ｑ 值 ２.１１８０ ２.１１８４ ２.１１４９ ０.００３５
(１.２２９１) (１.１１３７) (０.０９８０)

股权集中度 ３.４２７８ ３.４２５９ ３.４４１８ －０.０１５９
(０.４６２１) (０.４８８６) (－１.１７１２)

　 　 注:∗∗∗表示在 １％水平下显著ꎬ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括号内数值为样本标准差ꎬ差异检验括号内数
值为 Ｔ 值ꎮ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ꎬ本文引入“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的准

自然实验ꎬ借鉴黄卓等(２０２４)ꎬ构建如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Ｖｓｉ ｊｚ ＝ β ＋ λ × Ｉｍｔ ｊｚ ＋ α × (δｚ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ꎬｚ < ２０１５) ＋ ω ｊ ＋ θｃｚ ＋ ρｓｚ ＋ ｕ ｊｚ (１７)

(１７)式中:下标 ｃ、ｓ、 ｊ 和 ｚ 分别表示城市、行业、企业和年份ꎬ Ｖｓｉ 表示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ꎬ
Ｉｍｔ 表示企业是否为智能制造试点企业ꎬλ 为其估计系数ꎮ 正如前文所述ꎬ政府对智能制造

试点企业的选择具有不完全随机性ꎬ这使得试点企业和非试点企业在特征因素上可能存在

非平行趋势问题ꎬ且企业专业化分工也可能受到来自城市和行业层面未观察因素的影响ꎮ
因此ꎬ本文与 Ｌｕ 等(２０１９)的做法一致ꎬ在模型中引入前定控制变量ꎬ即将 ２０１５ 年之前不同

控制变量的均值与年份固定效应进行交乘ꎬ以规避试点企业选择的非随机性问题ꎮ 同时ꎬ本
文在模型中同时控制了城市和年份、行业和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ꎬ以减少城市和行业层面的

未观察因素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干扰ꎬＣｏｎｔｒｏｌ 表示一系列影响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前定控制变

量ꎬα 表示各前定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ꎬω 为企业固定效应ꎬδ 为年份固定效应ꎬθ 为城市和年

份的联合固定效应ꎬ ρ 为行业和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ꎮ β 为常数项ꎬｕ 为随机扰动项ꎮ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 ２ 报告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ꎬ其中ꎬ第(１)列未添加前定控制变量ꎬ第(２)列未控制

行业和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ꎬ第(３)列未控制城市和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ꎬ第(４)列在控制

行业和年份、城市和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基础上添加了所有前定控制变量ꎮ 由估计结果可

知ꎬ智能制造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ꎬ说明智能制造提升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ꎬ这也暗示

智能制造可能在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ꎬ但相关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

检验ꎮ 从估计系数大小来看ꎬ第(４)列估计结果显示ꎬ智能制造的估计系数为 ０.０４２５ 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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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水平下显著ꎮ 同时ꎬ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样本均值为 ０.７０４３ꎬ这意味着在样本期内智

能制造大约可使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 ６.０３４４％(０.０４２５ / ０.７０４３×１００％)ꎬ展现出了较为

强劲的专业化分工促进效果ꎮ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Ｖｓｉ

(１) (２) (３) (４)

Ｉｍｔ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１３２)
前定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７０２８∗∗∗ ０.６５２０∗∗∗ ０.５６６３∗∗∗ ０.６０６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１８１９) (０.１７１０) (０.１９４８)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１４０２ １１４０６ １１４７４ １１４０２
调整的 Ｒ２ ０.７２９３ ０.７２２８ ０.７２５０ ０.７３１５

　 　 注:括号内数字为聚类至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ꎬ∗∗∗、∗∗、∗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ꎬ
下同ꎮ

(二)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是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有效的重要前提ꎬ这要求在企业成为智能制造试

点企业之前ꎬ实验组企业与对照组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应存在一致变化趋势ꎮ 为了检验平

行趋势是否成立ꎬ本文借鉴 Ｂｅｃｋ 等(２０１０)ꎬ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其进行检验ꎬ并构建如下模型:

Ｖｓｉ ｊｚ ＝ β ＋ λｄ × ∑Ｉｍｔ ｊｄ ＋ α × (δｚ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ꎬｚ < ２０１５) ＋ ω ｊ ＋ θｃｚ ＋ ρｓｚ ＋ ｕ ｊｚ (１８)

(１８)式中:Ｉｍｔ ｊｄ表示一组试点冲击事件的虚拟变量ꎬ本文选择试点冲击前一期作为基期ꎬ下
标 ｄ 表示相对于基期的不同事件点ꎬ如果估计系数 λｄ 在试点冲击前均不能通过显著性检

验ꎬ则说明满足平行趋势ꎮ 基于(１８)式所得到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ꎬ横轴表示试

点冲击的不同事件点ꎬ纵轴为相对应的估计系数ꎬ空心黑色圆圈的上下黑色柱线表示 ９５％的

置信区间ꎮ 由图中结果可知ꎬ估计系数 λｄ 在试点冲击前均不显著ꎬ说明实验组企业和对照

组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在试点冲击前具有一致变化趋势ꎬ即通过平行趋势检验ꎮ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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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变量①

首先ꎬ本文直接采用前文计算的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进行

稳健性检验ꎮ 其次ꎬ由于企业智能制造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企业智能化投资来实现ꎬ因
而ꎬ本文参考 Ｈｏ 等(２０１１)ꎬ通过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中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项目下的科

目明细进行统计整理ꎬ采用企业智能化软件与硬件资产总和占总资产的比例( Ｉｍｚ)作为核心

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最后ꎬ由于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企业智能制造发展水平ꎬ因而ꎬ本文借鉴孙健等(２０２５)ꎬ采用企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Ｒｏｂｏ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由估计结果可知ꎬ智能制造的估计

系数均与预期相符ꎬ表明前文估计结果较为稳健ꎮ
２.安慰剂检验

为证实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未受到偶然因素影响ꎬ本文借鉴牛子恒和邹宗森(２０２４)ꎬ采
用随机抽取 ５００ 次新试点组合的安慰剂检验对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安慰

剂检验的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ꎬ图中黑色空心圆点为“伪”试点冲击估计系数的 Ｐ 值ꎬ黑色垂直虚

线代表真实试点冲击的估计系数ꎬ黑色曲线为“伪”试点冲击估计系数所围成的核密度曲线ꎮ
由图中结果可知ꎬ真实试点冲击的估计系数明显偏离“伪”试点冲击估计系数所围成的核密

度曲线ꎬ说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未受到偶然因素影响ꎬ即前文估计结果较为稳健ꎮ

图 ２　 安慰剂检验结果

３.其他稳健性检验②

本文还从以下四个方面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１)将聚类至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更

换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２)采用剔除直辖市样本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３)将 ２０２２ 年数据样本进行剔除ꎬ采用缩短样本年份期间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４)将
员工人数小于 １０００ 人的企业划分为中小型企业ꎬ并采用中小企业样本重新进行估计的方式

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由估计结果可知ꎬ在上述稳健性检验中智能制造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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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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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前文估计结果较为稳健ꎮ
４.内生性处理

由于政府对智能制造试点企业的选取存在不完全随机性ꎬ导致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

分工的影响会受到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干扰ꎬ因而ꎬ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潜在内生性问题进

行处理ꎮ 在工具变量的选取上ꎬ本文借鉴牛子恒等(２０２５)ꎬ选择上市公司管理层中具有信息

技术背景的人员比例( Ｉｖ)作为工具变量ꎬ若公司高管、董事和监事具有信息技术教育背景或

从业背景之一ꎬ则视为其具有信息技术背景ꎮ 在选取原因上ꎬ一方面ꎬ若公司管理层具有信

息技术背景ꎬ那么ꎬ其可能对智能制造转型有更为专业和深入的认识ꎬ进而有利于其做出申

报试点企业的决策ꎬ满足相关性条件ꎻ另一方面ꎬ公司管理层的信息技术背景属于历史变量ꎬ
其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较小ꎬ满足一定外生性条件ꎮ

本文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Ｋ－Ｐ ＬＭ 和 Ｋ－Ｐ Ｗａｌｄ Ｆ 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工具变量弱识别的问题ꎬ表明工具变量选取较为有效ꎮ 由第一阶段估

计结果可知ꎬ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公司管理层中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人员比

例对申报试点企业产生了积极影响ꎬ这与本文预期一致ꎻ由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可知ꎬ智能制

造的估计系数为 ０.０４７８ 且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ꎬ说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智能制造促

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效果依然存在ꎬ即前文估计结果较为稳健ꎮ

　 　 表 ３ 　 　 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Ｉｍｔ Ｖｓｉ
(１) (２)

Ｉｖ ０.９２７９∗∗∗

(０.０６３７)

Ｉｍｔ ０.０４７８∗

(０.０２８２)
前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Ｋ－Ｐ ＬＭ 统计值
１３８.８７７∗∗∗

(０.００００)

Ｋ－Ｐ Ｗａｌｄ Ｆ 统计值
２１２.４４２
(１６.３８)

样本量 １１２６１
　 　 注:Ｋ－Ｐ ＬＭ 检验括号内数字为 Ｐ 值ꎬＫ－Ｐ Ｗａｌｄ Ｆ 检验括号内数字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统计量在 １０％水平下
的临界值ꎮ

(四)异质性分析

１.行业竞争异质性

相较于高竞争行业ꎬ低竞争行业内部的垄断程度更高ꎬ企业无法在短期内找到可替换的

交易对手ꎬ那么ꎬ企业受到“敲竹杠”的可能性将更大ꎬ由此使得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大

幅提高ꎮ 因而ꎬ本文推测智能制造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效果在高竞争行业中更强ꎮ
为了验证上述推断ꎬ本文采用企业营业收入计算行业赫芬达尔指数ꎬ进一步按照该指数的均

值将样本划分为高竞争行业和低竞争行业ꎬ分样本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 ４ 中第(１)列和第

(２)列所示ꎮ 由估计结果可知ꎬ在低竞争行业中ꎬ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的估计系

数不显著ꎻ而在高竞争行业中ꎬ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ꎬ且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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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系数更大ꎮ 因此ꎬ上述推断得到验证ꎮ
２.运输成本异质性

便利的交通运输环境为企业扩大市场搜寻范围创造了条件ꎬ这有助于企业灵活选择交

易对手ꎬ进而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张博雅等ꎬ２０２２)ꎬ因而ꎬ在运输成本较低的环境下ꎬ智
能制造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效果更强ꎮ 为了验证上述推断ꎬ本文考虑到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地区ꎬ其运输成本往往较低ꎬ因而ꎬ依据«促进综合交通枢纽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为«意见»)ꎬ将«意见»中列出的 ４２ 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视为是低运输

成本城市ꎬ其他城市视为是高运输成本城市ꎬ分样本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 ４ 中第(３)列和第

(４)列所示ꎮ 估计结果表明ꎬ相较于高运输成本城市ꎬ在低运输成本城市中智能制造的估计

系数更大ꎬ且显著性更强ꎮ 因此ꎬ上述推断得到验证ꎮ
３.区域异质性

相较于中西部地区ꎬ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以及营商环境水平更高ꎬ这使得智

能制造发展有更完善的外部环境ꎬ因而ꎬ智能制造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效果在东部地

区中更强ꎮ 为验证上述推断ꎬ本文依据企业所在省份的区域位置将样本划分为中西部地区

样本与东部地区样本ꎬ分样本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 ４ 中第(５)列和第(６)列所示ꎮ 估计结果

表明ꎬ在中西部地区ꎬ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的估计系数不显著ꎻ而在东部地区ꎬ智
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ꎬ且在东部地区中智能制造的估计系数

更大ꎮ 因而ꎬ上述推断得到验证ꎮ

　 　 表 ４ 　 　 异质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Ｖｓ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低竞争行业 高竞争行业 高运输成本 低运输成本 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Ｉｍｔ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５７５∗∗∗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１５２)
前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２１３３∗∗∗ ０.６６３３∗∗∗ ０.７０６０∗∗∗ ０.３９２０ １.１８４６∗∗∗ ０.４０４７∗

(０.３８２３) (０.２５４６) (０.２６０６) (０.３２５３) (０.４４５５) (０.２１３３)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３２１ ７３４２ ６０１６ ５３１９ ３１１２ ８２２４
调整的 Ｒ２ ０.７２４４ ０.７２３７ ０.７５００ ０.７１０９ ０.７１７４ ０.７３６３

五、机制分析与进一步讨论

(一)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ꎬ智能制造能够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ꎬ这也暗示智能制造在降低企业

外部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ꎬ导致企业边界向专业化分工方向移动ꎮ 为了验证该机

制是否存在ꎬ本文选择两个变量作为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的代理指标ꎬ一是企业供需偏离度

( Ｉｎｆｃｏｓｔ)ꎬ二是企业资产专用性(Ｃｏｎｔｃｏｓｔ)ꎮ 企业供需偏离度采用企业生产波动对需求波动

的偏离程度进行衡量ꎬ刻画了企业在供应链上供需匹配的准确程度(巫强、姚雨秀ꎬ２０２３)ꎬ因
而该指标能够反映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ꎬ企业供需匹配的准确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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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弱ꎬ其面临的信息搜寻成本就越低(李青原等ꎬ
２０２３)ꎮ 另一方面ꎬ本文与王竹泉等(２０１７)一致ꎬ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净值、无形资

产与长期待摊费用之和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衡量企业资产专用性ꎬ由于上述资产类型均属

于企业的长期经营资产ꎬ其灵活性不强ꎬ因而该指标越大ꎬ说明企业资产专用性越强ꎮ 同时ꎬ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的资产专用性越强ꎬ其在交易过程中被交易对手“套牢”的风险就会

越大ꎬ这促使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重复拟定合同并加大监督力度ꎬ因而企业资产专用

性越强ꎬ其面临的合同成本和外部监督成本就越高(曹春方、龚曼宁ꎬ２０２５)ꎮ 企业外部交易

成本机制的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由第(１)列估计结果可知ꎬ智能制造对企业供需偏离度影

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ꎬ说明智能制造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ꎮ 第(２)列估计结果

表明智能制造和企业供需偏离度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的估计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负ꎬ说
明智能制造能够通过降低企业信息搜寻成本以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ꎮ 同理ꎬ由第(３)列和第

(４)列的估计结果可知ꎬ智能制造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合同成本、外部监督成本以促进企业专

业化分工ꎮ 整体而言ꎬ上述估计结果证实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是智能制造促进企业专业

化分工的重要作用机制ꎮ

　 　 表 ５ 　 　 企业外部交易成本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Ｉｎｆｃｏｓｔ Ｖｓｉ Ｃｏｎｔｃｏｓｔ Ｖｓｉ
(１) (２) (３) (４)

Ｉｍｔ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１２８)

Ｉｎｆｃｏｓｔ －０.０５６９∗∗∗

(０.０１１５)

Ｃｏｎｔｃｏｓｔ －０.１８１９∗∗∗

(０.０２８６)
前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５３５５ ０.６７５３∗∗∗ ０.５４００∗∗∗ ０.７０３１∗∗∗

(０.３５１６) (０.１６３８) (０.１０５４) (０.１９３０)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０７２７ １０７２７ １１４００ １１４００
调整的 Ｒ２ ０.１９８４ ０.７３６６ ０.７９１４ ０.７３５０

除外部交易成本之外ꎬ本文还对企业内部控制成本机制进行了检验ꎮ 本文选择两个变

量作为企业内部控制成本的代理指标ꎬ一是企业成长性(Ｃｚｘ)ꎬ二是企业成本粘性(Ｓｔｉｃｋｙ)ꎮ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高成长性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相对较为简单ꎬ因而其面临的内部控

制成本也相对较低(叶永卫等ꎬ２０２３)ꎮ 据此ꎬ本文与滕飞等(２０２５)一致ꎬ选取企业成长性作

为衡量企业内部控制成本的代理指标ꎬ并采用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赋值ꎬ该指标越大ꎬ
说明企业内部控制成本越小ꎮ 同时ꎬ本文借鉴胡华夏等(２０１７)ꎬ采用 Ｗｅｉｓｓ 模型测算企业成

本粘性ꎮ 企业成本粘性是反映企业资源调整难度的重要指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ꎬ成本粘

性越大意味着企业进行资源调整的难度越大ꎬ相应企业的资源管理成本以及内部协调成本

就会越高(赵璨等ꎬ２０２０)ꎮ 企业内部控制成本机制的检验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ꎮ 由第(１)列估

计结果可知ꎬ智能制造对企业成长性影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智能制造有助于降低企

业的内部控制成本ꎬ但显著性较弱ꎮ 第(２)列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成长性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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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估计系数不显著ꎬ说明智能制造并不能通过降低企业内部控制成本以对企业专业化分

工产生抑制作用ꎮ 同理ꎬ由第(３)列和第(４)列的估计结果可知ꎬ上述结论依然成立ꎮ
综合企业外部交易成本机制的检验结果ꎬ本文发现智能制造通过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

本以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ꎬ即假说 １ 得到验证ꎬ而假说 ２ 未得到验证ꎮ

　 　 表 ６ 　 　 企业内部控制成本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Ｃｚｘ Ｖｓｉ Ｓｔｉｃｋｙ Ｖｓｉ
(１) (２) (３) (４)

Ｉｍｔ ０.１０９９∗ ０.０４２２∗∗∗ －０.１３７０∗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１４０)

Ｃｚ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２)

Ｓｔｉｃｋｙ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７)

前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０７９６ ０.６０２３∗∗∗ ２.７０９６∗∗ ０.６５１８∗∗∗

(０.９８２３) (０.１９４９) (１.３５１８) (０.２０８２)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１４０１ １１４０１ ９６８８ ９６８８
调整的 Ｒ２ ０.１９２６ ０.７３１５ ０.０５７４ ０.７４５８

(二)进一步讨论

前文证实智能制造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ꎬ而企业专业化分工又是强化企业间协作关

系的重要渠道ꎬ那么ꎬ智能制造是否又能够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以提高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呢? 为回答上述问题ꎬ本文从生产率视角对智能制造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后

果进行实证检验ꎮ 本文采用 ＬＰ 方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进行测算ꎬ由此得到的估计

结果如表 ７ 所示ꎮ 由第(１)列估计结果可知ꎬ智能制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估计系数

为 ０.３４５７ 且在 ５％水平下显著ꎬ说明智能制造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第(２)列估计结

果表明ꎬ智能制造与企业专业化分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ꎬ同
时ꎬ结合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ꎬ可证实智能制造能够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以提高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因此ꎬ从分工深化视角来看ꎬ智能制造对提高企业效率具有重要意义ꎮ

　 　 表 ７ 　 　 经济后果的检验结果

变量
Ｔｆｐ

(１) (２)

Ｉｍｔ ０.３４５７∗∗ ０.３２３７∗∗

(０.１３９０) (０.１３８０)

Ｖｓｉ ０.５１６７∗∗∗

(０.１０９３)
前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１.０９７８∗∗∗ １０.７８４６∗∗∗

(２.４０２６) (２.３８４９)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１４０２ １１４０２
调整的 Ｒ２ ０.８５２０ ０.８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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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推进制造业分工深化是保障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路径ꎬ而
智能制造作为我国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主攻方向ꎬ其与企业专业化分工之间的影响关系却并

不清晰ꎮ 本文依据交易成本理论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解释智能制造与企业专业

化分工之间的关系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采用据沪深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ꎬ通过引入“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的准自然实验ꎬ实证检验了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ꎮ 本文

研究发现:首先ꎬ智能制造能够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ꎬ该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ꎬ且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是智能制造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重

要机制ꎻ其次ꎬ相较于位于低竞争行业、高运输成本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企业ꎬ智能制造对

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果在位于高竞争行业、低运输成本城市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

强ꎻ最后ꎬ智能制造还可以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ꎬ进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二)政策启示

首先ꎬ智能制造提升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ꎬ且智能制造还可以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

工水平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这意味着ꎬ智能制造不仅是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驱动

力量ꎬ也是提升企业效率的有效路径ꎮ 因而ꎬ政府应该引导智能制造企业聚焦于主营业务ꎬ
通过加强财政和金融支持ꎬ扶持智能制造企业在某一生产环节或某一细分市场不断进行深

耕ꎬ形成专业化优势ꎬ从而加快构建深度融合智能制造的专业化分工体系ꎬ为提高我国制造

业国际竞争力打牢根基ꎮ
其次ꎬ从作用机制来看ꎬ智能制造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以促进企业专业化

分工ꎬ这意味着政府应该进一步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进行智能化转型并持续强化智能制造

企业的信息化建设ꎬ从而增强智能制造企业降低外部信息摩擦的作用效果ꎮ 具体而言ꎬ政府

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ꎬ积极引导智能制造企业形成区域集聚ꎬ通过发挥集聚的辐射作用ꎬ
带动传统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转型ꎻ加强智能制造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ꎬ建立智能制

造企业与相关领域科研院所之间的结对关系ꎬ加快智能制造企业对关键信息技术的更新迭

代ꎻ同时ꎬ政府对进行智能化转型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和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智能制造企业给予

一定的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ꎬ缓解企业在转型或升级中补强硬件和软件资源的资金压力ꎬ通
过支持传统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转型以及智能制造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以强化智能制造在降

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效果ꎮ
最后ꎬ智能制造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的行业竞争环境、运输成本以及

地理区位上存在差异性ꎬ那么ꎬ想要充分发挥智能制造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就需要统筹规划ꎮ
针对行业竞争环境差异ꎬ政府需要发挥正确的干预作用ꎬ促进行业公平竞争ꎬ打击非法垄断ꎻ
针对运输成本差异ꎬ政府需要重视运输成本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ꎬ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的财政支持力度ꎬ扩大市场交通网络线路的覆盖范围ꎬ减少地区间的交通便利性差距ꎻ针对

地理区位差异ꎬ要积极建立起东部地区智能制造企业对中西部地区智能制造企业的实质性

帮扶机制ꎬ通过帮扶机制强化中西部地区智能制造企业对智能化转型先进经验的学习效果ꎬ
从而充分释放中西部地区智能制造企业的后发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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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ꎬ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由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控制成本属于隐性成本ꎬ其
具体函数形式较难确定ꎬ导致无法将企业智能制造水平在理论模型中完全内生化ꎬ因此ꎬ本
文理论模型还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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